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全要素生产率——兼论波特假说、技术溢出与污染天堂[footnoteRef:2] [2:  贾智杰，西安交通大学，邮政编码：710049，电子邮箱：zjjia_cn@163.com；林伯强（通讯作者），厦门大学，邮政编码：361005，电子邮箱：bqlin@xmu.edu.cn；温师燕，西安财经大学，邮政编码：710100，电子邮箱：sywen_cn@163.com。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碳中和框架下的能源产业升级、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编号72133003）；教育部青年项目“碳中和框架下碳定价公平性研究——基于隐含碳排放和社会福利的视角”（编号：22YJC790047）。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贾智杰  林伯强  温师燕


摘要：本文以我国碳试点为例，研究了碳交易机制（ETS）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本文部分避开了选择性偏差和统计平均陷阱，PSM-加权DID模型的结果表明碳试点对TFP有负向影响，因此在试点城市中不满足强波特假说，但存在异质性。如果放松个体不相关的假定，空间模型的证据表明：碳试点可以显著促进非试点地区的TFP，但对试点地区的TFP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目前来看，碳交易试点存在的技术扩散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且可以在国家层面促进TFP的增长，因此满足全国层面上的强波特假说。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全要素生产率；波特假说；PSM-空间加权DID模型


Carbon trading pilots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Also on Porter hypothesis,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pollution parad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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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hina's carbon pilo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The results of PSM-weighted DID model show that the carbon pilo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FP. Therefore, it does not meet the strong Porter hypothesis in the pilot cities, but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f the assumption of individual uncorrelation is relax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rbon pilo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FP in non-pilot areas, but inhibit TFP in pilot areas. It provides evidence that the technology diffusion effect of the ETS pilot is greater than the pollution paradise effect, and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TFP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refore, it meets the strong Porter hypothesis at the nation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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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1778108]一、引言
[bookmark: _Hlk119831766]全球性问题总是需要全球性的努力，这始终是事实，尤其是对气候变化而言。排放权交易机制（ETS）是目前流行的碳定价策略之一，也是中国从2011年以来开始正式着手实施的碳定价制度。与碳税或行政干预相比，ETS为企业降低减排的经济成本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同时，ETS也为我国提供了全球合作的一大机遇，尤其是在“2060”碳中和的背景之下。因此，我国2013年正式开展碳交易试点，2021年发电行业率先开展全国性碳交易工作。然而，碳交易也可能存在一些弊端和阻碍。
[bookmark: _Hlk121847344][bookmark: _Hlk121818660][bookmark: _Hlk121863488]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地方政府在实施碳交易的过程中最担心的情况(Lu et al，2022；Tang et al，2015；Wang et al，2018)。因此，准确有效地确定排放交易系统对经济的影响，对当下的公众和决策者，乃至对未来的人类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指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相对于GDP增长，TFP对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然而，ETS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尚未得出统一的结论。
一些研究认为，碳交易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生产成本，挤出其他研发支出(Yuan et al，2018)，可能会对企业的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Stoever et al，2018)。而另一些研究认为，碳交易能刺激企业进行创新，尤其是进行低碳创新(Fu et al，2022)，刺激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Pan et al，2022)。此外，碳交易属于环境规制的一种，环境规制可能会抑制生产率(Liu et al，2022)或提高生产率(Yang et al，2022)，这种影响还可能存在异质性，比如不同的环境规制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异质性(Zhang Y J et al，2021；吴磊等，2020；王杰等，2014)。因此，碳交易对TFP的影响，也包含了波特假说，多项研究以碳交易作为环境规制的代表来探索波特假说的存在性(Wu et al，2022；Zhang S et al，2021)。
欧盟ETS作为欧盟气候法规的基石，已经形成了当前世界上最大、最早的碳市场，但我们仍然无法判断它对生产率的影响(Lundgren et al，2015；Themann et al，2021)。关于国际ET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盟市场。一些研究发现，欧盟ETS在阶段I和阶段Ⅱ对德国和挪威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对具有部门异质性的意大利制造业企业也有积极影响(Calligaris et al，2018；Klemetsen et al，2020；Lutz, 2016)。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欧盟ETS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负面影响，即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2%的企业，参与ETS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0.12%(Einar Rosendahl et al，2011)。此外，还有研究表明，ETS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无统计上的显著影响(Venmans et al，2020)。自中国实施碳交易政策以来，学者们开始逐步关注中国ETS对TFP影响(Xiao et al，2021)，但也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且大部分研究集中在ETS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和碳效率的影响上(Li et al，2022；Zhou et al，2020)，而非全要素生产率。
本研究旨在从中国的实证出发，探讨ETS对TFP的影响以及ETS如何影响TFP。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气候变化的问题。该类问题研究的难点在于满足准自然实验假设和排除各类内生性问题。由于我国碳交易试点具有较强的非随机性，不能直接将碳交易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如果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平行趋势检验很难通过，双重差分（DID）模型的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为了准确识别影响TFP的因素，并且随机化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数据，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的策略，找到并使用6个影响TFP的协变量，将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匹配。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是市级的面板数据，为了避免省内自相关，本文在的估计结果中报告的皆是聚类到省的稳健标准误。另一方面，即使我们考虑了异方差和部分自相关，内生性的问题也存在：由于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越来越发达，很多企业和个人都有很强的流动性，因此在回归中可能存在很强的空间自相关，表现为“强波特假说”或“污染天堂”。因此，在模型的进一步分析中，我们在城市层面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了ETS对TF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考虑了各个变量的空间相关性。
研究证实了ETS可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将更为显著，但存在城市间的异质性。在发达城市，如大多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等），ETS可能在较低水平上降低全要素生产率，且负面影响是从正式交易的时候开始的。而在其他大多数城市中，ETS则在较高水平上降低了TFP。异质性使得回归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例如，当我们使用省面板数据时，结果可能是正的但是不显著，这属于“统计平均陷阱”和“选择性偏差”问题[footnoteRef:3]。 [3:  统计平均陷阱是一种经典的统计现象，是指统计过程中存在其他相关因素的干扰，导致平均值和结论偏离实际。辛普森悖论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之后，研究进一步分析了ETS的空间溢出效应。一般来说，环境规制的试点会导致两种类型的空间关联性。一种是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虽然会降低试点地区的TFP，但会促进试点地区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对其他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效应；另一种是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会促进“三高一低”的企业搬迁至未试点的地区，对未试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负效应。结果表明，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更强，证明强波特假说是相对成立的。研究结果有些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其他地区的企业有被纳入碳市场的预期，试点地区企业的因为碳交易带来的新的技术、方法和信息也会被非试点地区的企业采用、收集[footnoteRef:4]。ETS对TFP有显著的正的溢出效应显著，在全国层面上满足强波特假说，使总效应为正。这也意味着本文的PSM-DID模型估计结果可能高估了碳试点对试点地区TFP的负面影响。另外，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抵消了大部分来自碳市场的碳减排成本对TFP的负面影响。 [4:  这些企业往往还可能是同一家公司。中国现在存在大量的跨国企业，而跨省或者跨城市的企业数量更多。这些企业之间的反应和信息传递速度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加快。这也是为什么本文最终放松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严格外生假定的原因。] 

[bookmark: _Hlk121823129]本文的主要创新包括方法论和研究结论两个方面：
1.方法论：本文创新的使用了PSM-加权DID模型，并且通过PSM结果，设定实验组/对照组的权重，对样本进行了更加科学客观的匹配，以达到样本选择的随机性，使DID的模型结果更加科学、可信。
2.研究结论：通过理论分析、空间DID模型的结果，以及机制分析的结果，本文将ETS对我国TFP的影响分为了碳成本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识别了由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溢出的存在，虽然碳试点对试点地区的TFP有负面影响，但是总体来看，具有积极影响。相比于其他文献，本文拆分了ETS的效应，并且认可了技术进步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bookmark: _Toc121778109][bookmark: _Hlk121068959]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目前，关于碳交易是否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很少(Zhu et al，2020；田友春等，2021；胡玉凤等，2020)，研究结论也存在争议。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阐明碳交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基于市场机制的重要碳减排措施，政府设定履约期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并以配额的形式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获得配额的企业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前提下，将界定的产权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由于产权明晰，市场主体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会通过市场化手段优化资源配置，而这种机制可以将公共产品的负外部性内生化，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刘传明等，2019)。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将二氧化碳排放权赋予商品属性，构建了碳排放权定价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企业进行选择成本最优的减排手段，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环境规制的一种，而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环境保护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从而侵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来看，类似于技术标准、环境税或可交易的排放权迫使企业不得不将一部分投入转移到污染减排部门，从而限制了企业对投入的选择、增加了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分散了企业的生产性投资。而这类观点逐渐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典型的代表是迈克尔·波特和其合作者提出的理论，他们认为，高估环境合规成本的研究传统上侧重于静态成本影响，而忽视了创新带来的抵销性生产力收益以及企业的初始竞争力(陈诗一，2010)。污染是一种资源浪费，污染减排可能会导致生产率的提升。更加严格但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如环境税和限额交易排放配额等基于市场的规制）能够引致创新，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部分或全部抵消遵循这些规制带来的成本(Porter et al，1995)。以上观点及其后续研究被称作“波特假说”。
“波特假说”又可以被分解为“弱波特假说”、“强波特假说”和“狭义波特假说”(Jaffe et al，1997)。“弱波特假说”表明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将会引致创新，但不确定其对企业的作用；“强波特假说”表明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往往会导致超过其合规成本的创新，即，环境规制往往能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狭义波特假说”则表明只有确定类型的环境规制可以刺激创新，灵活的环境规制比规范性环境规制能更好地刺激企业创新(Ambec et al，2013)。根据“强波特假说”理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在某些情况下能带来帕累托改进，通过流程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同时克服企业自身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组织或市场失灵等问题导致的非最优决策，帮助企业识别出对资源的低效率使用，打开环境保护和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双赢局面。
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从理论层面符合“强波特假说”，该理论肯定了环境规制往往能够带来企业创新，但不代表情况总是如此，它也承认遵循环境规制会带来合规成本。为此，本文还进行了该作用机制的模型推导并提出不同情形下的研究假说：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假设有如下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假设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是严格外生的：
		(1)
其中表示总产出，和分别表示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可以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代表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弹性。
我们可以使用对数式将方程转换成线性表达式。具体如下：
		(2)
[bookmark: _Hlk121069103]的值可以通过各种计量经济方法进行估计，从而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常用计量方法，包括Olley & Pakes (1996)、Levinsohn & Petrin (2003)提出的方法（OP/LP）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Aigner et al，1977；Meeusen et al，1977)。一般来说，除了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外，影响产出的因素几乎都包含在系数中。
[bookmark: _Hlk121753506]特别是，我们将碳排放引入CD生产函数（假设资本、劳动力和碳排放都是严格外生的）[footnoteRef:5]： [5:  我们也可以像DEA模型一样，将碳排放设定为不良产出。然而，由于表达的简单性，在碳定价市场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碳排放作为一种投入。] 

		(3)
对上式取对数，可得下式：
		(4)
[bookmark: _Hlk121753147]对比公式（2）和公式（4），。因此，公式（2）中的TFP涵盖了公式（4）的不含碳排放因素的TFP[footnoteRef:6]、碳排放投入、以及相应的能源利用技术。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通过理论定性地分析不同情况下ETS对TFP的影响。 [6:  公式4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应区别于碳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碳全要素生产率通常额外考虑碳排放作为非合意产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常还要考虑能源投入，以及各类污染物作为非合意产出。] 

碳交易促进碳减排，导致营业成本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进而可能会降低企业TFP，但同时也显著正向影响资本生产率，促进企业利润与收入增长，因此可能会提高TFP（胡玉凤等，2020）。因此，碳交易对TFP的影响是这两股力量的辩证变化的过程。我们可将二者凝练为外部成本内部化带来的成本效应，以及强波特假说。基于二者的关系，碳交易可能会对TFP产生异质的影响。
假设碳排放交易能够通过“强波特假说”，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引发了技术革新与效率提升。在这种情况下，ETS会降低碳排放的投入偏好并提高效率（减少，提高，但后者幅度更高），此时我们能够观测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1a：碳试点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假设碳排放交易减少了碳排放，同时由于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带来了成本的增加降低了效率。在这种情况下，ETS会降低碳排放的投入偏好并降低效率（和同时下降），此时我们能够观测到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因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1b：碳试点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假设碳排放交易能够通过“强波特假说”，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引发了技术革新与效率提升，但是同时也存在较高的成本负担。在这种情况下，ETS会降低碳排放的投入偏好并提高效率（减少，提高，但幅度相近），此时我们可能会观测到碳试点对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1c：碳试点对全要素生产率无显著影响。
主要注意的是，如果观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我们也无法认定波特假说和成本效应同时存在且强度相当，因为可能也存在二者同时不存在的情况。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空间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与污染天堂假说
[bookmark: _Hlk121070702]经济学上的空间溢出效应又可被称作外部性(张学良，2012)，即对非参与者产生的非货币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John Stuart Mill和Henry Sidgwich，Arthur Pigou 对该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实质性贡献(Pigou，1932)。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则注重从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来阐释该理论，并提出了“扩散-回波”效应和“极化-涓滴”效应(韩纪江等，2014)。简而言之，空间溢出效应来源于经济活动在空间维度上的非均衡性，可以分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邵帅等，2016)。
将碳排放权交易的空间溢出效应纳入考量，我们会发现，碳交易很可能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污染天堂假说理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溢出效应即技术的正外部性，是形成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且可能随距离递减(符淼，2009)。而污染天堂假说更倾向于描述环境规制带来的负外部性，它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发达工业化国家将其污染厂商迁移到资源和劳动廉价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来说，这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为代价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往往没有那么严格，而环境规制更严格的国家，企业的环境合规成本相对较高。
技术溢出效应和污染天堂假说在国内不同省份之间也可能存在(蔡宏波等，2022)。具体而言，合理的具有传导性的碳定价机制可以刺激企业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技术往往具有很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尤其在异地产业链、跨区域企业等情况下，从而产生地区间、省际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同时应该看到，由于企业碳排放成本增加，碳密集型产业可能会转移出碳交易试点地区。高碳密集型产业通常具有资本投入大、单位投入产值低的特点，如电力、钢铁、电解铝等[footnoteRef:7]。因此，这类企业大量外迁，会提高试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而非试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会因为这些企业的到来而降低，也即“污染天堂假说”。 [7:  这也是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计算中的一个常见问题：产业结构会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文章把第二产业的比重作为协变量加进模型中，且结论显示，二产占比越高，TFP越低。] 

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碳交易试点可能对TFP的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是由于碳试点地区碳成本的存在，企业必须提高研发投入，应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这些新技术的溢出效应导致其在跨城市企业间、跨地区产业链之间广泛流动。因此，文章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2a：碳试点将提高非试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于试点地区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基于“污染天堂假说”，如果碳试点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转移来实现的，则可以观察到TFP的负空间溢出效应。因为碳试点会将高耗能企业从碳试点地区转移到非碳试点地区，而这些企业往往具有较大的投入产出比（如火电、钢铁），从而降低非碳试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有第二个假说：
假说2b：碳试点将降低非试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污染天堂假说的存在。
我们仍需假说碳试点政策不会影响非试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是这样，PSM-DID模型估计的结果将完全有效[footnoteRef:8]，参见以下假说： [8:  当然，也有可能是“强波特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对TFP的影响大小相近，方向相反，最终也可能会得到ETS不会影响非试点地区的TFP的结论。] 

假说2c：碳试点不会影响非试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
综上所述，通过观察碳交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判断碳交易的主流效应是什么。如果是正面的，技术溢出效应占主导地位；如果是负的，那就是产业转移为主导。如果没有统计学意义，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其效果。
[bookmark: _Toc121778110]三、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与准自然实验的匹配
城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没有统一的衡量方法。TFP的测量可以追溯到索洛残差法(Solow, 1957)和OP/LP法(Olley et al，1996)。本文的理论分析便是基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分解得到的TFP。然而，这类方法计算的TFP通常存在双向因果、不考虑资本和劳动质量等问题。这些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影响识别的准确性。随机前沿分析（SFA）(Belotti et al，2018；林伯强等，2013)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Ji et al，2010；Zhang et al，2013；陈诗一，2012)是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兴方法。前者可以通过衡量投入产出效率来衡量TFP，本质上也是一种计量手段，后者是通过非参数方法来计算TFP。本研究利用DEA模型来衡量基准情况下的TFP，并利用SFA进行稳健性检验。
虽然有文献认为我国碳交易试点是一个天然的准自然实验，可以用双重差分（DID）模型直接估算碳交易政策的影响。然而，在考察各试点城市后，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碳试点覆盖了所有直辖市和中国所有一线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深圳、重庆和广州。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财政支出能力较强，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相比之下，非碳试点城市的发展水平则相对较差。这显然不能达到准实验的标准。
考虑到实验组个体较少，碳试点存在明显的选择偏差，直接进行DID分析存在偏误。因此，在DID回归之前，我们需要根据倾向得分匹配（PSM）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个体进行匹配，以获得每个观察值的权重。然后进行加权DID模型回归，以确保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相关特征相似，从而准确估计结果。
[bookmark: _Toc121778111]（一）模型选取
[bookmark: _Ref76740197][bookmark: _Toc121778112][bookmark: _Hlk121754437]（1）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估计各观测值的TFP。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一种非参数的生产前沿技术效率估计方法。本文采用BCC模型(Banker et al，1984)作为基准模型，考虑规模报酬可变，通过谢泼德产出方向距离函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5)
其中是第k个决策单元的效率，表示投入前沿，为决策单元k的第i个投入品的实际投入，为产出前沿，为实际产出。
然而，基础的DEA模型只能够衡量截面数据的效率变化，然而无法刻画技术进步对效率产生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引入Malmquist生产率指数(Färe et al，1994)的方法，对我们计算的效率进行再计算。在比较两期TFP变化情况的时候，可以以t期或t+1期为前沿进行测算。由于t期和t+1期的生产率指数在经济意义上是对称的，根据Fisher的“理想”指数，它们的几何平均数被定义为综合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6)
其中，表示的是决策单元k在t+1期相对于t期的效率变化。表示以t+1期为基准测算的决策单元k在t+1期的效率值；表示以t+1期为基准测算的决策单元k在t期的效率值；其他类推。
特别的，我们可以将生产前沿面推至全局，运用全局的生产前沿面技术进行效率测算。本文正是采用全局生产前沿技术构建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来衡量每期之间TFP的变化。
[bookmark: _Toc121778113]（2）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与权重设定
为了使不同个体的可测变量的值尽可能相似，我们需要依赖匹配的思想。基于可忽略性假设，我们需要使个体i和个体j进入实验组的概率相似，这样才能使使实验组和对照组具有可比性。由于我国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具有多种的可观察变量，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将多维变量压缩为一维，以匹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个体。
由于无法观测到对照组进行实验的数据，也无法观测到实验组未进行实验的数据，因此我们需要利用开始实验前的数据进行PSM方法。在实践中，我们主要使用了基于核匹配的PSM方法。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各项指标的平均差异均不超过10%。另外，PSM匹配一般需要在一个时期内对横截面数据进行匹配，因此，我们采取多阶段的PSM方法。此外，由于本文的数据期为2005-2016年，正处于我国工业发展黄金时代后期（2002-2012年），且这一时期经济变化迅速，距离试点年份较远的数据可能没有参考价值。综合以上因素，我们选取2008年至2010年的横截面数据对两组数据进行匹配，得到3个时期的权重。最后，我们对获得的三期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我们需要的PSM权重。匹配后各协变量的偏差见图A.1、图A.2和图A.3。
另外，由于PSM的识别过程（以一对一匹配为例）是为控制组的每一个样本匹配到相关协变量最接近的实验组样本，并且给实验组样本一个单位的权重。同样，PSM也为每一个实验组的样本匹配到了对照组的样本，而这些匹配结果的数据反映在了PSM结果的权重中。因此，具有匹配意义的双重差分（DID）模型应当是考虑权重的DID模型。另外，由于PSM权重的结果为两次匹配的结果[footnoteRef:9]，因此，在每期的PSM中，我们应当将实验组或对照组的权重设定为1，才能够满足实验组和对照组为准随机的实验条件。在本文的实证中，我们将控制组设定为1的权重集合称为权重1，实验组设定为1的权重集合称为权重2。由于控制组数量较多，我们将权重1作为基准权重进行分析。 [9:  实验组的权重是实验组得到来自控制组样本匹配的频率；控制组的权重是控制组得到来自实验组样本匹配的频率。] 

[bookmark: _Toc121778114]（二）全文数据来源
[bookmark: _Toc121778115]（1）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2005-2016年间的城市级全要素生产率。原始数据包括342个城市2001-2018年的5756个观测值（包括缺失值），为了获得相对平衡的面板，剔除了资本、劳动和电力消费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和年份，最终选定了2005-2016年间263个城市的数据。本文通过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以及产出数据来衡量TFP。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和中国2005-2016年的城市统计年鉴。具体而言，劳动投入通过就业人数来衡量，资本投入采用基于永续盘存法的资本存量来衡量。为了消除价格的影响，我们将各指标的价值/价格折算到以1978年为基年的价值/价格。
[bookmark: _Toc121778116]（2）碳试点
本文将碳试点的起始年份设定为2011年(Hu et al，2020；Liu et al，2020；Zhang D et al，2021)而非选择2013或2014年(Dong et al，2020；Fang et al，2021)。这是因为，2011年，国务院和发改委相继发文批准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交易试点。该项政策为后续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做了前期准备工作。尽管碳排放权的正式交易启动于2013年，但碳交易的准备工作和关键步骤皆起始于2011年，包括建立一些交易制度、编制碳交易实施方案、研制碳排放试点办理办法、设定总量控制目标以及建立监测、报告与核查（MRV）管理机制等。这些方案和机制的建立是对碳排放进行规范化实施的关键环节，为碳配额设定、碳排放量化和碳交易核算提供了基础支撑。由于“公告效应”的存在(Xiao et al，2021)，各省市的经济行为在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时就已经开始受到影响，各地的企业也开始根据该项政策进行生产和投资行为调整。
[bookmark: _Toc121778117]（3）DID模型中使用的控制变量
为了防止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提高模型的准确定，我们还需要引入其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量主要包括经济水平、开放度、教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结构(Aghion et al，2009；Fleisher et al，2011；Tsamadias et al，2019；邓忠奇等，2020)。
经济发展水平。全要素生产率一般被当作促进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汤铎铎等，2020；程名望等，2019)。同时，经济的增长会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资本投资的增加，最终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刘亦文等，2021)。经济水平通常用经济总量来衡量，即GDP。为了消除城市规模的影响，本研究中的经济水平采用人均实际GDP来衡量。
对外开放度。FDI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表现，因此使用该指标来测度一个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FDI引致技术流入可以刺激经济相关的创新，带来技术进步乃至重大技术突破，使得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也更有利于企业进行资本积累，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Savvides et al，2005；毛其淋等，2012；程惠芳等，2017)。
教育水平。教育可以促进内生技术变革和新技术发展，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产生正外部性，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Acemoglu, 1998；华萍，2005)。教育是一个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梁超等，2020)，是一项公共物品，其发展基本依赖政府的投入，因此，我们使用教育财政支出强度（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
科技水平。政府的科学技术支出旨在促进研发相关活动，而研发支出的增加能够将公司的部分资源转移到科学技术开发上，刺激公司创新，改革公司增长模式，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李小平等，2018)。本文使用科技财政支出强度（科技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其进行衡量。
资源配置率。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影响TFP的重要指标，由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以失业率对其进行衡量。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能够增强企业学习和吸收新信息的能力，使有形投入得到更有效的利用(Del Barrio-Castro et al，2002)，而人力资源的配置不当则会带来生产率的降低(文东伟，2019；都阳等，2021)，因此，本文加入资源配置效率的协变量用于吸收这一部分对TFP产生的影响。
[bookmark: _Hlk121754781]产业结构。“结构红利假说”指出劳动和资本将会从生产率较低的制造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李小平等，2007；王鹏等，2015)。然而“结构负担假说”则持相反观点，认为行业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的内在差异将会导致劳动力从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向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导致更高的劳动需求，从而对总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负向影响(Coe et al，1995)。由于本研究中的试点城市多为一线城市或直辖市，因此第三产业在其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较高。在碳交易试点的情况下，这些城市很可能将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三高一低”）的产业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城市(李虹等, 2018；沈坤荣等, 2017)，导致这些城市的生产率水平降低。而上述“三高一低”产业多为第二产业，因此我们使用第二产业在GDP中的份额来衡量产业结构，并测度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由于Malmquist生产量比指数衡量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因此为了保持形式上的统一，我们对控制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原始特征，我们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时使用了原始数据。最后，为了避免共线性，消除异方差，获得稳定的数据，我们对所有非比率指标取自然对数。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A.1所示。在引入控制变量后，由于部分原始数据的缺失，观测值有所变动。
[bookmark: _Toc121778118]（三）PSM结果分析
在分析DID结果之前，我们更需要了解PSM的结果，以揭示中国碳试点研究论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以及PSM的重要性。我们计算了实验组城市所在省份的权重份额，以及对照组城市所在省份的权重份额，然后将其列出进行比较（见图1）。
匹配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由于碳试点地区几乎都是发达地区，而大部分非试点地区都是欠发达地区，因此实验组中的欠发达地区的匹配权重往往更高，而对照组中的相对发达地区的权重更高。图1列出了用于基本分析的一个协变量（人均实际GDP）以对比研究。在实验组中，广东和湖北的城市有很高的权重，因为他们的平均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一线城市，并且更接近对照组的城市。在对照组中，江苏、辽宁、安徽和湖南的权重更大，主要是因为这些城市的协变量更接近实验组的协变量。

[bookmark: _Ref75448072]图1  不同省份的PSM权重份额
注：广东省包括了另一个试点——深圳。在图中我们将深圳试点和广东试点合并，以分析省级的权重信息。虽然广东的总比重很大，但深圳作为一线城市，占广东省总权重的比重不到2%（图2）。

此外，我们将广东省和湖北省（高权重的实验组）的权重进行了拆分，并给出了其所在省每个城市的权重份额（见图2和图3）。结果显示，全省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比重较大，这些城市人均实际GDP一般不超过1万元。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在PSM结果中的权重较低，如广东省的深圳、东莞、广州和湖北省的武汉。由于湖北和广东都是试点省份，且大部分非试点地区的人均实际GDP基本不超过1万（图1），因此PSM对实验组中相对不发达的城市给予了更高的权重，以匹配对照组中的城市。匹配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其他协变量的偏差见图A.1、图A.2和图A.3。由于样本量较大，PSM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大多数控制变量的偏差小于10%，且差异不显著。在这样的匹配结果下，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选择基本上是随机的。

[bookmark: _Ref75448187]图2  广东省内不同城市的PSM权重份额

[bookmark: _Ref75448396]图3  湖北省内不同城市的PSM权重份额
[bookmark: _Toc121778119]四、基准实证分析
[bookmark: _Toc121778120]（一）PSM-加权DID模型
匹配好样本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了，因为我们近似认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大致是随机分配的。DID模型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确定实验效果的模型(Molina et al，2021；Strittmatter et al，2020)。对于两期数据，我们可以通过经典的DID模型来识别其政策效应，如下式所示：
		(7)
其中是指可能受政策影响的因变量，是一个个体虚拟变量，如果个体在实验组中则为1，否则为0。是时间虚拟变量，如果实验在目标年内实施，则等于1，否则为0。交互项是衡量实验效果的指标。捕捉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识别实验年份和非实验年份之间的差异。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确定碳交易试点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数据是2005-2016年的城市面板数据。我们构造以下估计方程：
		(8)
其中，是碳试点的虚拟变量。是协变量（或称控制变量）。表示个体固定效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因为文章采用的模型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所以可以看作是的加强版，它吸收了每个个体（不仅是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特点；而是加强版的。由于样本是匹配在上一章已经完成（考虑PSM权重的估计），并且我们考虑了协变量对数据进行分层控制，因此ETS的估计量基本上是干净的。由于同一省份不同城市的政策和发展水平相似，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关。因此，本文将汇报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
[bookmark: _Toc121778121]（二）平行趋势检验
对样本进行匹配分析后，本文进一步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图4）。发现ETS对2011年后TFP可能有显著影响，实验组与对照组在2011年前无显著差异。但与对照组相比，2012年及以后实验组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下降趋势，这表明ETS可能会降低我国的TFP，特别是在交易开始时（2014年，许多碳试点城市正式开始了碳排放交易）。
[image: ]
[bookmark: _Ref75449024]图4  基于事件分析法的平行趋势检验
[bookmark: _Toc121778122]（三）基准DID结果
[bookmark: _Hlk121821202]我们首先用逐步回归方法在模型中加入协变量来检验ETS对TFP的政策影响，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见表1）。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将显著降低碳试点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与已有文献的结论有一定的出入，并不支持波特假说的强版本。本文的结果或许更符合经济学的直觉。碳交易会带来额外的成本，这可能使企业调整生产策略，降低产出效率。因此，假说1b在当前的实证分析中得证，实证结果并不支持假说1a和1c。
然而，碳交易也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碳交易的影响可能随时间变化，也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也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为碳试点可能存在污染天堂和低碳技术的溢出）。因此，基于表1的结果，我们将分析中国碳试点政策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
[bookmark: _Ref75449305]表1  基准分析：碳试点对TFP的影响
	[bookmark: _Toc121778123]
	(1)
	(2)
	(3)
	(4)

	
	权重1
	权重2
	权重1
	权重2

	
	TFP
	TFP
	TFP
	TFP

	Panel A（试点提出日期）

	D_ETS
	-0.0197**
(0.00751)
	-0.012
(0.00858)
	-0.0384***
(0.00570)
	-0.0317***
(0.00720)

	控制变量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个体固定效应
	√
	√
	√
	√

	N
	3154
	2976
	3035
	2931

	R2
	0.306
	0.278
	0.524
	0.53

	Panel B（试点交易日期）

	D_ETS
	-0.0336**
(0.0154)
	-0.0203*
(0.0119)
	-0.0519***
(0.0114)
	-0.0408***
(0.00772)

	控制变量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个体固定效应
	√
	√
	√
	√

	N
	3154
	2976
	3035
	2931

	R2
	0.313
	0.281
	0.532
	0.534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 p<0.10, ** p<0.05, *** p<0.01；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实际GDP，产业结构（二产占比），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失业率，教育财政支出强度，科技财政支出强度。除了核心指标为虚拟变量以外，其他所有的连续变量均取一阶差分，以捕捉各变量变化对TFP变化的影响。面板A的D_ETS是以试点提出日期为基准构建的ETS试点虚拟变量，面板B的D_ETS是以交易日期为基准构建的ETS试点虚拟变量。由于存在公告效应，本文以面板A的模型3为基准模型。
（四）时间异质性：动态效应
中国碳交易试点于2011年正式启动，碳核查工作（包括碳排放监测设备安装和人员培训）也于2011年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于深圳在2013年正式交易，并于2014年扩展至所有试点地区（北京等5个试点地区）。为了探究不同时期碳交易试点对TFP的影响，我们将基准模型（表1第3列）中的碳交易试点的虚拟变量与时间项交互，碳交易存在的动态效应，结果见图5。
[image: ]
[bookmark: _Ref121672955]图5  碳交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的动态效应
注：线段为5%显著性水平的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

结果发现，ETS的效果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并且，碳交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似乎并非始于交易开始，而是始于试点工作的正式启动（2011年）。TFP的反应时间似乎早于碳排放权正式交易的时间，在碳交易试点正式启动前的碳核查工作似乎对TFP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在碳排放权正式交易之后，碳交易对TFP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发育碳核查期间的负面影响强度。
[bookmark: _Toc121778124]（五）空间异质性
由于试点城市差异较大，包括所有一线城市和直辖市（北京、上海、深圳、天津、广州），以及部分欠发达城市（包括重庆，以及广东和湖北省的许多城市）。如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分别为3.17万元、3.3万元、3.41万元。但湖北省城市（不含武汉、宜昌、鄂州）的数据不到1万元，甚至个别城市也只有0.37万元（与全国人均实际GDP相比只有0.57万元）。因此有必要讨论碳试点地区的异质性。
通过调查碳试点地区的异质性（见表2中的模型（1）到（2）），研究发现ETS对不同地区的TFP有很大的异质性影响。对于发达地区，如北京、深圳和天津，ETS对TFP的负面影响较小。对于不发达地区（如湖北省）或混合地区（如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属于较发达城市，但其他城市都是不发达城市），ETS对TFP的抑制作用显著更高。
为了区分发达城市和不发达城市的影响，我们将一线城市和直辖市列入发达地区，而其他城市则被列为为不发达地区。然后构造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碳试点的虚拟变量，再次进行回归（表2中的模型（3）和（4））。结果表明，ETS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经济水平上的异质性。
[bookmark: _Ref75506576][bookmark: _Ref71731355]表2  ETS对TFP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1)
	(2)
	(3)
	(4)

	
	TFP
	TFP
	TFP
	TFP

	Dsz
	0.00255
(0.00620)
	-0.0232***
(0.00575)
	
	

	Dbj
	0.00930
(0.00620)
	-0.000885
(0.00447)
	
	

	Dsh
	0.0139**
(0.00620)
	0.000225
(0.00459)
	
	

	Dtj
	-0.0116*
(0.00620)
	-0.00939**
(0.00378)
	
	

	Dgd
	-0.0259***
(0.00620)
	-0.0406***
(0.00546)
	
	

	Dhb
	-0.0139**
(0.00620)
	-0.0408***
(0.00647)
	
	

	Dcq
	0.0308***
(0.00620)
	0.00551
(0.00640)
	
	

	Ddeveloped
	
	
	0.00812
(0.0116)
	-0.00774
(0.00677)

	Ddeveloping
	
	
	-0.0216***
0.00812
	-0.0407***
-0.00774

	控制变量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个体固定效应
	√
	√
	√
	√

	N
	3154
	3036
	3154
	3036

	R2
	0.244
	0.482
	0.242
	0.481


[bookmark: _Toc121778125]注：括号中为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 p<0.10, ** p<0.05, *** p<0.01；Dsz、Dbj、Dsh、Dtj、Dgd、Dhb和Dcq分别是深圳、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湖北和重庆的碳试点的虚拟变量。Ddeveloped是经济水平较高的碳试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重庆）碳交易的虚拟变量。Ddeveloping是其他碳试点城市碳交易的虚拟变量，包括湖北省和广东省的城市（不包括广州和深圳）。
（六）时间-空间异质性
然而，仅仅研究碳交易影响的时空维度是不够的，因为还可能存在“统计平均陷阱”。因此，我们需要同时考察ETS在时间和地区上的变化，即考察不同时间不同地区ETS对TFP影响的变化，为此，我们建立了不同年份和地区碳试点的交互项（图6）。我们发现，自2014年交易开始后，ETS对发达地区TFP的影响一直显著。换言之，碳交易的准备工作并不影响发达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对于发展中地区而言，ETS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在显著性和系数上都是逐渐增大的，这种影响自2014年以来变得更加显著。这表明碳交易的准备期对TFP的影响是多样的，同时，ETS确实降低了这两个地区的TFP。
对于这种差异性，我们的理解是不同地区的企业数据质量是异质的。碳交易的前期工作主要是对碳相关数据进行监测、报告和核查（MRV）。欠发达地区企业数据的统计质量不足，而MRV要求企业在短时间内完成真实数据上报会占用部分资源，同时要求更高的统计精确度，最终导致短期内计算的效率降低。而发达地区的企业往往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image: ] [image: ]
[bookmark: _Ref121682313]图6  碳交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的时空异质性
注：线段为5%显著性水平的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左图为发达地区ETS对TFP的边际影响，右图为发展中地区ETS对TFP的边际影响。
[bookmark: _Ref75508264][bookmark: _Toc121778126]（七）省级数据的DID结果
本文发现不同地区ETS对TFP的异质性存在，同时创新地使用了PSM-加权DID的方式进行政策效应的识别，得到负向的结果。因此推测如果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不采用匹配方法[footnoteRef:10]，直接对模型进行回归，可能得到一个正系数。因为实验组中的个体大多是直辖市或一线城市，或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如广东省）。这些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量和存量均高于对照组，因此识别过程可能不够干净，可能得到正回归系数。由于没有适合小样本的匹配方法，平行趋势验证很难通过。 [10:  虽然试点地区有7个，但是深圳试点和广东试点都在广东省内。因此，在省级数据中，实验组只有6个个体，而非7个。另外，由于样本量小，匹配结果很差，无法进行稳定的匹配。] 

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利用省级数据进行了DID分析（表3），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在省级面板模型的回归中，直辖市和一线城市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因此，ETS对TFP有正向但不显著的影响，但这个结果可能有失偏颇。首先，由于具有非随机性，模型无法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图A.4）。第二，省内可能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可能落入“统计平均陷阱”。第三，没有考虑可能的空间相关性。对于前两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城市层面的模型部分解决。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见第五部分）。
[bookmark: _Ref75508157]表3  省级数据DID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TFP
	TFP
	TFP
	TFP
	TFP
	TFP

	D_ETS
	0.00797
(0.0171)
	0.00252
(0.0172)
	
	
	
	

	Dbj
	
	
	0.0211**
(0.00906)
	0.0125
(0.00972)
	
	

	Dsh
	
	
	0.00154
(0.00906)
	-0.00744
(0.00935)
	
	

	Dtj
	
	
	0.0598***
(0.00906)
	0.0633***
(0.0100)
	
	

	Dgd
	
	
	-0.0424***
(0.00906)
	-0.0479***
(0.00917)
	
	

	Dhb
	
	
	-0.0243**
(0.00906)
	-0.0243**
(0.00908)
	
	

	
	
	
	
	
	
	

	Dcq
	
	
	0.0320***
(0.00906)
	0.0182*
(0.00989)
	
	

	
	
	
	
	
	
	

	Ddeveloped
	
	
	
	
	0.0286*
(0.0142)
	0.0218
(0.0159)

	Ddeveloping
	
	
	
	
	-0.0333***
(0.0112)
	-0.0358***
(0.0124)

	控制变量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
	√

	个体固定效应
	√
	√
	√
	√
	√
	√

	N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R2
	0.441
	0.514
	0.461
	0.535
	0.456
	0.527

	AIC
	-1923.9
	-1989.4
	-1945.7
	-2015.1
	-1936.2
	-2001.5


[bookmark: _Toc121778127]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p<0.10, ** p<0.05, *** p<0.01；本表的数据是2000-2017年30个省份的省级数据。由于西藏能源消费数据缺失，故不计入面板数据。由于最新的能源和投资数据截止到2017年，所以我们的数据只到2017年。
（八）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我们的结果是否稳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测试，包括安慰剂检验、替代TFP指数、改变回归模型、改变数据范围（时间和空间）等。
[bookmark: _Toc121778128]（1）安慰剂检验
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选择是人为的，实验时间也是人为设定的，因此样本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我们通过随机数重新选择实验组和对照组，重新估计ETS虚拟变量对TFP的影响1000次，最后生成t统计量的核密度图，以此探讨稳健性（图A.5）。核密度估计的带宽为0.4286，说明曲线非常陡峭，数据非常集中。安慰剂检验表明，随机实验组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T统计量大多分布在0左右。
[bookmark: _Toc121778129]（2）其他TFP测量手段
在本研究中，TFP是一个关键的被解释变量，它是以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来衡量的，通过DEA方法、面向产出的Shepard距离函数和全局前沿技术来求解的。我们将距离函数从产出导向转变为投入导向，并将全局前沿技术替换为序列前沿技术（表A.2中的模型（1）-（4））。另外，DEA方法并不是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唯一方法。因此我们额外考虑参数模型，随机前沿分析（SFA），来测量TFP（表A.3中的模型（5）-（6））。由于我们的数据是面板数据，我们需要使用Belotti & Ilardi (2018)提出的模拟似然估计的方法来估计“真实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SFTFE），以避免出现明显的偏差估计。这里使用的投入和产出变量与DEA方法中的变量相同，但它们必须是对数形式的。另外，我们假设非效率项服从半正态分布。结果表明，在更改了TFP测量手段后，我们的结论依旧是稳健的。
[bookmark: _Toc121778130]（3）去除PSM或协变量
协变量（控制变量）的作用是在回归中加入可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个体特征，将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分层，从而更清晰地识别政策效应。PSM也有类似的含义，通过匹配的思想，使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可观察变量更加接近/匹配，从而根据可观察变量对样本进行筛选，进而清晰地识别实验效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PSM和协变量有相似的含义，过分使用方法论可能会受到诟病。因此，我们考虑去除回归的协变量或PSM的估计，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表A.3），结果也显示了稳健性。
我们观察到，表A.3中模型（2）和模型（3）的ETS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较低，这正是由于研究发现的区域异质性造成的。在不考虑协变量的情况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对TF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人均GDP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普遍高于低人均GDP地区。这部分影响可能会被虚拟变量所吸收，导致低估碳交易的影响。没有PSM的结果也是如此：PSM对实验组的发达地区给予较低的权重，以匹配对照组的大量发展中地区。然而，移除PSM会使所有城市获得相同的权重。虽然协变量可以吸收一些可观察到的效应，但模型仍旧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偏差，从而低估了碳交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
[bookmark: _Toc121778131]（4）更改数据范围
研究还对数据本身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删除了前两年或最近两年的数据，重新做了识别估计，另外还删除了一线城市或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再次估算（表A.4）。这表明文章的结果也是稳健的。
去除实验前时期的数据对回归结果影响不大，而去除实验后的数据（表A.4中的模型（3）和（4））影响较大。主要原因是ETS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剔除后两个时期的数据，使得实验组政策效应的平均值显著降低，从而使系数降低。剔除一线城市或直辖市的影响较小，主要是因为在PSM-DID模型中，这些城市的权重较低。因此，剔除权重较低的样本不会对模型的回归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bookmark: _Toc121778132][bookmark: _Hlk121756414]（5）数据预处理方式
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对所有协变量都采用了一阶差分，这主要是由于本文TFP指数的特点。本文构建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是各时期全要素生产率与前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值。因此，在PSM-加权DID模型，我们使用的协变量均为一阶差分的变量。为了保证一般性，我们考虑使用TFP的累计值，以及使用非差分的协变量进行回归（表A.5），结果依然稳健。
[bookmark: _Ref75508455][bookmark: _Toc121778133][bookmark: _Hlk121752604]五、进一步分析：空间相关性、技术溢出与产业转移
无论我们如何进行“完美”匹配来分析ETS对TFP的影响，比较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在理想状态下，组内观测值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虽然我们报告的是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差，但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干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精确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假设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相关性，即碳交易试点不能影响非试点地区。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因此，根据本文理论框架的经济学分析，本文考虑构建具有空间相关性的实证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并且对可能的影响机理进行简单的定量分析。
[bookmark: _Toc121778134]（一）引力模型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本文利用引力模型构造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权重矩阵。因为，相邻空间矩阵假设非相邻城市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假设性太强；地理距离矩阵没有考虑经济体量造成的双向影响。引力模型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既考虑了经济总量，又考虑了地理距离，同时没有假设非相邻城市没有空间溢出效应。两个城市之间的“吸引力”由两个城市的GDP和地理距离倒数的平方决定，如下所示：
		(9)
其中，和是t时期i和j市的实际GDP。是两个城市之间的欧几里德距离。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吸引力，对其进行行标准化后得到空间权重矩阵。另外，由于碳交易试点与不同地区的经济表现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不太适合使用引力模型作为权重，因此，我们对空间杜宾项的权重矩阵采用的是空间距离权重矩阵（空间距离的倒数）。
在完成了平衡面板之后，我们仍然对新数据进行了三个阶段的PSM匹配，并对三期权重取了平均值。然后，文章采用考虑基于权重的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由于考虑了空间效应引起的内生问题， OLS回归存在偏误，因此我们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空间面板Durbin模型如下：
		(10)
其中是218×218的空间权重矩阵。是全要素生产率矩阵。为一个ETS虚拟变量矩阵。是标量系数。是第k个控制变量矩阵，是它们的系数。和是不同变量的空间杜宾系数。表示空间自相关项，和表示同一地区内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而 和表示其他地区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对本地区因变量的相关性。
[bookmark: _Toc121778135]（二）估计结果
结果如表4所示。在逐步回归的结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正的空间杜宾系数，这表明技术溢出效应可能是中国碳试点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了解决空间计量模型系数难以解释的问题，LeSage & Pace (2010)提出了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的计算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利用Leontief逆矩阵的“完全消耗”思想对估计结果进行重新计算和解释。我们计算的三个效应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确实具有显著的正空间溢出效应。与基准结果（表1）相比，ETS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直接影响有所降低。研究还表明，不考虑空间相关性的DID模型可能高估了碳试点的直接负面影响，因为碳试点也会提高非碳试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另外，根据总效应的结果，我们可以大致地认为，在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后，碳试点从整体来看，对国家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结果表明，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大于产业转移的影响。意料之外，但合情合理。因为技术溢出的成本远比产业转移低。此外，由于存在非试点地区将很快参与全国碳交易市场的预期，因此污染天堂假说可能并不不成立。因此，假说2a可能成立，而实证结果没有证明假说2b和假说2c的成立。
[bookmark: _Ref75591059]表4  空间杜宾模型结果
	　
	(1)
	(2)
	(3)
	(4)
	(5)
	(6)
	(7)

	　
	TFP
	TFP
	TFP
	TFP
	TFP
	TFP
	TFP

	主系数D_ETS
	-0.0241***
(0.00556)
	-0.0421***
(0.00497)
	-0.0396***
(0.00490)
	-0.0388***
(0.00492)
	-0.0391***
(0.00491)
	-0.0384***
(0.00492)
	-0.0374***
(0.00493)

	空间杜宾系数D_ETS
	0.0355**
(0.0165)
	0.0798***
(0.0147)
	0.0711***
(0.0145)
	0.0687***
(0.0145)
	0.0662***
(0.0145)
	0.0586***
(0.0146)
	0.0614***
(0.0146)

	空间自回归系数ρ
	0.719***
(0.0241)
	0.656***
(0.0244)
	0.574***
(0.0263)
	0.578***
(0.0263)
	0.572***
(0.0266)
	0.545***
(0.0278)
	0.537***
(0.0280)

	控制变量个数
	0
	1
	2
	3
	4
	5
	ALL

	时间趋势效应
	√
	√
	√
	√
	√
	√
	√

	个体固定效应
	√
	√
	√
	√
	√
	√
	√

	N
	2844
	2844
	2844
	2844
	2844
	2844
	2844

	R2
	0.114
	0.243
	0.357
	0.357
	0.360
	0.381
	0.389


[bookmark: _Ref75591064][bookmark: _Ref71884027]注：括号中为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 p<0.10, ** p<0.05, *** p<0.01；由于我们需要计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我们不能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所以我们只能用时间趋势项来代替时间虚拟变量。
[bookmark: _Ref126766685]表5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
	　
	(1)
	(2)
	(3)
	(4)
	(5)
	(6)
	(7)

	　
	TFP
	TFP
	TFP
	TFP
	TFP
	TFP
	TFP

	直接效应
	-0.0242***
(0.00560)
	-0.0417***
(0.00499)
	-0.0392***
(0.00495)
	-0.0385***
(0.00495)
	-0.0388***
(0.00495)
	-0.0382***
(0.00494)
	-0.0371***
(0.00498)

	间接效应
	0.0678
(0.0482)
	0.150***
(0.0362)
	0.113***
(0.0282)
	0.110***
(0.0304)
	0.101***
(0.0301)
	0.0818***
(0.0282)
	0.0906***
(0.0275)

	总效应
	0.0437
(0.0446)
	0.108***
(0.0328)
	0.0738***
(0.0250)
	0.0712***
(0.0271)
	0.0625**
(0.0270)
	0.0436*
(0.0247)
	0.0535**
(0.0244)

	控制变量个数
	0
	1
	2
	3
	4
	5
	ALL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 p<0.10, ** p<0.05, *** p<0.01。

[bookmark: _Hlk121752595][bookmark: _Hlk121752726]另外，我们根据提出的假说2a和假说2b的机制，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潜在的机制。我们以各个城市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作为城市创新指标的代理变量，以第二产业占比作为产业结构的代理变量，运用通过分布滞后的加权DID模型分析碳交易对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6）显示，在样本期内，综合来看碳交易对创新和产业结构似乎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通过分布滞后模型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滞后三期左右，碳交易能够刺激城市创新的提高。由于试点时期比较短，我们无法采用更高阶的滞后项，因此，我们无法识别充足的证据认为碳交易能够刺激创新，但有理由认为短期可能不会看到技术创新，而长期可能存在碳减排领域的技术创新（假说2a成立的条件）。另外，就产业结构而言，我们并没有发现显著为负的产业结构，也就是污染天堂假说（假说2b成立的条件）并不成立。从目前碳交易市场的表现来看，我们也认为，当前的碳定价可能不足以刺激较高的创新水平，适当提高碳价格以刺激创新可能是提高TFP的途径之一；当前的碳定价也不足以产生污染天堂假说，但是提高碳价格后，仍需要警惕潜在的污染天堂效应。
[bookmark: _Ref121752160]表6  潜在机制：碳交易对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1)
	(2)
	(3)
	(4)

	　
	创新
	创新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

	D_ETS
	15.10
(41.37)
	14.56
(41.28)
	0.00401
(0.00919)
	0.00392
(0.00919)

	Lag 1: D_ETS
	-2.911
(24.08)
	-2.960
(24.49)
	0.00422**
(0.00197)
	0.00420**
(0.00192)

	Lag 2: D_ETS
	
	31.42
(29.96)
	
	-0.00749
(0.00556)

	Lag 3: D_ETS
	
	66.22**
(27.12)
	
	0.00905*
(0.00456)

	Lag 4: D_ETS
	
	56.69
(74.26)
	
	0.00445
(0.00774)

	控制变量
	√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个体固定效应
	√
	√
	√
	√

	N
	3053
	3053
	3053
	3053

	R2
	0.677
	0.678
	0.900
	0.900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 p<0.10, ** p<0.05, *** p<0.01。Lag 1: D_ETS到Lag 4: D_ETS分别为碳交易试点变量的一阶到四阶滞后项。控制变量同基准结果中的控制变量，但是在第3、4列中，我们删去了产业结构的控制变量。
[bookmark: _Toc121778136][bookmark: _Hlk121777171]（三）进一步讨论
在基准分析中，研究认为ETS对TFP有负面影响；然而，在空间分析中，我们发现，ETS对试点地区有负面影响，但是对非试点地区有正面影响；在机制分析中，我们只发现了对创新的延迟刺激，没有发现污染天堂效应。如果将这些结论串联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ETS对试点地区的边际影响包括：1）碳市场带来的碳排放成本引起的TFP下降，我们称之为碳成本效应，该值为负；2）碳市场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该值为正。因此，我们识别出来的主系数（表1第三列和表4第七列），或直接效应系数（表5第七列）应当包括这两种效应，并且总边际影响应当为-0.371左右（表5第七列）。
ETS对非试点地区的边际影响包括技术溢出效应，但是不包括产业转移（可根据表6结果进行假设），因此，我们识别出来的空间杜宾系数（表4第七列）、或间接效应（表5第七列）应当为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且技术溢出效应的值为0.0906（表5第七列）。也就是：
		(11)
我们通常认为技术进步效应大于等于技术溢出效应，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
		(12)
其中。并且利用表5第七列模型的估计值，可以得到：
当时，碳成本效应为-0.1277，技术进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0.0906。
当时，，，。
因此，实际上碳排放带来的碳成本效应是远大于我们识别出来的负面影响的，但是由于技术进步，抵消了大部分碳市场带来的碳成本效应。另外，我们观测到，技术进步可以抵消的碳成本对TFP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碳市场带来的技术进步并不能够抵消全部的TFP损失，但是仍然具有可观的止损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技术进步扩散系数是一个假设的值，本文无法估计该值。我们只能姑且认为该值小于1，并且该值越小，通过本文计算出来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碳成本效应就越大，并且技术进步抵消TFP损失的比例也越大。
[bookmark: _Toc121778137]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多种方法，通过不同的假设，对碳交易对TFP的影响进行了识别。以PSM-DID模型为基准，本研究又进一步放宽了研究假定，扩展了研究边界。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本研究分析了ETS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经济层面的异质性。当碳试点到来时，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的TFP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然而，普通城市并不是这样的，大多数普通试点城市受到的TFP损失较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不同城市的MRV、技术储备、研发能力不同。人均GDP较高的城市通常拥有更多的此类储备和能力，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等。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这些城市应对碳定价的压力。PSM结果表明，由于碳试点的初始选择并不是随机的，因此要想做一个基本清晰的识别，就必须对这些人均GDP较高的城市赋予较低的权重，而对一般的城市赋予高的权重。如果给一线城市太多权重，结果甚至可能是有偏的。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通过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DID回归，发现能得到不显著的结论。基于市级数据和精确的PSM，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统计平均陷阱”和“选择性偏差”，满足了DID分析的基本前提，得出了碳试点城市对碳试点地区的TFP具有负面影响的结论。
第二，在DID分析中，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具有独立性要求。但我们不能完全保证数据的独立性。换言之，碳交易试点政策可能通过技术溢出和产业转移影响非试点地区。如果存在空间影响，模型对碳交易试点的影响将是有误的。因此，我们使用基于引力模型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识别碳市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碳市场对TFP具有较强的正空间溢出效应。由于空间溢出效应较大，因此总效应为正。这意味着碳试点虽然降低了试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对非试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面意义，即，强波特假说在全国层面是成立的，且试点地区对非试点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污染天堂假说的影响。
最后，在基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得出结论，碳试点虽然降低了试点地区的TFP。但总的来说，碳试点对国家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有利的，因为碳试点对其他非试点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可能的原因是碳交易带来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导致了其他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文章没有识别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部分原因是企业认为全国碳市场即将铺开，因此企业从试点地区向非试点地区重新布局是没有意义的。原因也可能是碳市场的成本小于企业转移的成本。
[bookmark: _Hlk121756698][bookmark: _Hlk121818684][bookmark: _Hlk121757978]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认为，碳交易制度会降低地区的经济效益，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对碳交易市场的推进并不积极。本文认为，碳交易虽然对地区产生了碳减排成本，但是长期来看仍然存在技术创新作用，并且来自创新的TFP提高抵消了大部分的来自碳交易的负面影响。
虽然我们发现碳试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且在考虑溢出效应后，ETS对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但严格来讲，我们仍然不认为当中国全面实施国家排放交易市场时，全要素生产率一定会上升。碳定价是一种额外成本，被纳入碳交易的城市（尤其是普通城市）的TFP将受到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认为，碳试点之所以产生如此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是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企业的发展，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大。但随着更多试点的参与（或全面实施），这种空间溢出效应不一定会显著增加。当下，这些非试点城市在不受碳限制的情况下享受了技术红利。然而，随着碳市场范围的增大，它们只能在承受碳定价的情况下享受这些技术红利。当全国性碳市场到来时，很难衡量碳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还是技术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正面影响更大。
[bookmark: _Hlk121062465]因此，如何应对碳交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仍是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在碳试点期间，高度发达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不大，但普通城市可能并非如此。根据最后一部分本文的讨论，文章认为，由于碳定价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大部分会被技术进步所抵消。那么，如何进一步刺激技术进步或许是国家应对碳交易市场对经济负面影响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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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Ref75446819]图A.1  2008年基于核匹配方法的PSM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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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Ref75446820]图A.2  2009年基于核匹配方法的PSM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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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Ref75508311]图A.4  第4.7节对省级数据的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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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Ref77317602][bookmark: _Ref77060498][bookmark: _Ref77243312][bookmark: _Ref75509393][bookmark: _Ref73367953]表A.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bookmark: _Hlk73370532]因变量
	TFP
	3,154
	0.991
	0.115
	0.528
	6.006

	核心变量
	D_ETS
	3,154
	0.070
	0.256
	0.000
	1.000

	控制变量
	lnrgdppC
	3,116
	-5.259
	0.749
	-7.179
	-2.453

	
	gdp2ndp
	3,154
	0.491
	0.107
	0.146
	0.910

	
	lnrFDIpC
	3,061
	-2.808
	1.648
	-12.072
	1.158

	
	r_unemp
	3,109
	0.006
	0.004
	0.000
	0.042

	
	lnrfiscaledupG
	3,154
	3.236
	0.459
	0.201
	4.681

	
	lnrfiscalscipG
	3,150
	0.208
	0.994
	-4.177
	2.971

	[bookmark: _Hlk121729975]原始变量
	rgdp
	3,154
	30.762
	43.302
	1.622
	477.776

	
	rFDI
	3,101
	847
	1900
	0
	21339

	
	rcapital
	3,154
	76683
	100340
	2969
	1173669

	
	rfiscalsci
	3,150
	98.510
	362.825
	0.078
	6450.756

	
	rfiscaledu
	3,154
	738
	1052
	2
	14186

	
	popr
	3,116
	4499
	3125
	172
	33921

	
	emp
	3,154
	1022
	1858
	21
	17175

	
	unemp
	3,147
	25.074
	26.703
	0.918
	278.663

	
	powercsp
	3,096
	9.785
	15.676
	0.123
	148.602



[bookmark: _Ref77317953]表A.2  不同的TFP测定方法的稳健性
	
	(1)
	(2)
	(3)
	(4)
	(5)
	(6)

	
	MPI-I-g
	MPI-I-g
	MPI-O-seq
	MPI-O-seq
	SFTFE
	SFTFE

	D_ETS
	-0.0532***
(0.0116)
	-0.0606***
(0.00765)
	-0.0330***
(0.0104)
	-0.0412***
(0.00778)
	-0.00734**
(0.00349)
	-0.0130***
(0.00326)

	控制变量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
	√

	个体固定效应
	√
	√
	√
	√
	√
	√

	N
	2930
	2887
	2930
	2887
	2930
	2887

	R2
	0.411
	0.459
	0.388
	0.423
	0.552
	0.660


[bookmark: _Ref77243331][bookmark: _Ref75510990]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p<0.10, ** p<0.05, *** p<0.01；控制变量都是一阶差分的控制变量。模型（1）和模型（2）中的TFP是利用基于投入的Shepard距离函数和全局前沿技术来衡量的。模型（3）和模型（4）中的TFP采用序列前沿技术和面向产出的Shepard函数进行测度。模型（5）和模型（6）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用SFTFE法测定。

表A.3  无协变量或PSM的稳健性检验
	
	(1)
	(2)
	(3)

	
	TFP-基准
	TFP-去协变量
	TFP-无PSM

	D_ETS
	-0.0384***
(0.00570)
	-0.0197**
(0.00751)
	-0.0272***
(0.00614)

	控制变量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个体固定效应
	√
	√
	√

	N
	3036
	3154
	3036

	R2
	0.479
	0.241
	0.517


[bookmark: _Ref77243383][bookmark: _Ref75529366]注：括号中为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 p<0.10, ** p<0.05, *** p<0.01
表A.4  更改数据范围的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_Ref77243401][bookmark: _Ref75534511]
	2007-2016
	2005-2014
	去一线城市
	去直辖市

	
	(1)
	(2)
	(3)
	(4)
	(5)
	(6)
	(7)
	(8)

	
	TFP
	TFP
	TFP
	TFP
	TFP
	TFP
	TFP
	TFP

	D_ETS
	-0.0272***
(0.00647)
	-0.0386***
(0.00551)
	-0.0102*
(0.00594)
	-0.0289**
(0.0106)
	-0.0203**
(0.00761)
	-0.0391***
(0.00570)
	-0.0214***
(0.00738)
	-0.0401***
(0.00571)

	控制变量
	
	√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
	√
	√
	√

	个体固定效应
	√
	√
	√
	√
	√
	√
	√
	√

	N
	2626
	2535
	2630
	2527
	3106
	2988
	3106
	2988

	R2
	0.277
	0.468
	0.263
	0.482
	0.241
	0.480
	0.242
	0.481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 p<0.10, ** p<0.05, *** p<0.01；模型（1）到（4）更改了数据的年份范围。模型（5）和模型（6）不包括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的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模式（7）和模式（8）不包括直辖市，与其他城市相比，这些城市有特殊的经济待遇。

表A.5  变更估计方案
	
	(1)
	(2)

	
	TFP
	TFP

	D_ETS
	-0.0197**
(0.00751)
	-0.0226**
(0.00840)

	控制变量
	
	√

	时间固定效应
	√
	√

	个体固定效应
	√
	√

	N
	3154
	3054

	R2
	0.241
	0.268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 p<0.10,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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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万元/人



权重	茂名市	潮州市	汕头市	揭阳市	云浮市	湛江市	梅州市	河源市	佛山市	中山市	珠海市	惠州市	阳江市	清远市	汕尾市	韶关市	东莞市	江门市	深圳市	肇庆市	广州市	0.12740847343692735	8.9098206799122795E-2	7.9566356955968892E-2	7.937498130518611E-2	5.5289632441397812E-2	5.4710463482771643E-2	5.3858553497054255E-2	5.1748379332165861E-2	4.5620356414633877E-2	4.1878778093476003E-2	4.1766530428715878E-2	3.8844372665322632E-2	3.8694278440939561E-2	3.7295594386931058E-2	3.6965752638743445E-2	2.6764765537443398E-2	2.6502181001748081E-2	2.6138923356954172E-2	2.167676985985454E-2	1.7056609339769574E-2	9.7400405848732333E-3	人均实际GDP	Maoming	Chaozhou	Shantou	Jieyang	Yunfu	Zhanjiang	Meizhou	Heyuan	Foshan	Zhongshan	Zhuhai	Huizhou	Yangjiang	Qingyuan	Shanwei	Shaoguan	Dongguan	Jiangmen	Shenzhen	Zhaoqing	Guangzhou	3.6711000000000001E-3	3.9472999999999999E-3	3.9747000000000003E-3	2.7117999999999999E-3	2.5929999999999998E-3	3.3070999999999999E-3	2.1670000000000001E-3	2.2926999999999999E-3	2.82665E-2	2.2432299999999999E-2	2.1937499999999999E-2	9.4563000000000008E-3	4.0239999999999998E-3	3.8807999999999998E-3	2.4407999999999999E-3	3.5236999999999998E-3	4.4181100000000001E-2	7.4283999999999999E-3	7.4224499999999999E-2	4.2278999999999997E-3	2.4425599999999999E-2	

权重


万元/人



权重	十堰市	宜昌市	随州市	襄阳市	孝感市	鄂州市	咸宁市	黄冈市	荆州市	荆门市	黄石市	武汉市	0.13079661955991695	0.12935917636823141	0.12689460741121728	8.2534817431925533E-2	7.8154439109666587E-2	7.711500382154729E-2	7.4908242099431199E-2	7.3885059644433829E-2	6.5659207717548559E-2	6.5231891426385399E-2	5.3406383334845819E-2	4.2054552074849989E-2	人均实际GDP	Shiyan	Yichang	Suizhou	Xiangyang	Xiaogan	E'zhou	Xianning	Huanggang	Jingzhou	Jingmen	Huangshi	Wuhan	3.9353000000000001E-3	7.1843000000000002E-3	2.8907E-3	4.8158999999999997E-3	2.7916E-3	6.7441999999999997E-3	3.3092999999999998E-3	2.1492999999999998E-3	2.3535000000000001E-3	4.4973000000000001E-3	4.9090999999999996E-3	1.23094E-2	


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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